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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分析吉林省西部地区新增耕地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尺度效应，划分耕地保护分区，为

区域差异化耕地整治与精准管控提供科学支撑。  ［方法］ 基于 2000—2024 年 6 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空间

自相关、地理探测器、SOFM 聚类等方法，系统分析多尺度下新增耕地的驱动机制，并划定耕地开发保护分

区。  ［结果］ ①区域耕地规模总体呈“先减后增”特征，2010 年后新增耕地面积持续增加，至 2023 年恢复至

3.51×106 hm²。新增耕地空间上高度集聚，全局 Moran’s I 在 0.293~0.415 之间。②驱动因子表现出显著

的尺度效应。县域尺度以后备耕地为主（q=0.618）；乡镇与村尺度强调居民点可达性和水资源条件的重要

性；5 km 格网尺度中，景观格局因子成为核心。③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因子与耕地状态因子交互作用显

著。④吉林西部耕地开发与保护分区特征差异显著。生态约束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部与西北部，面临较

强的自然环境制约，新增耕地潜力有限；耕地重点保护区集中在交通便利、耕地利用稳定的地区，需重点加

强基本农田保护；耕地潜力开发区后备耕地资源丰富，适宜开展耕地整治与扩展；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主

要位于城乡交界地带，需严格执行土地开发管控与生态保护政策。  ［结论］ 吉林西部新增耕地集中分布在

研究区西部与西南部等耕地密集地区，驱动因子的尺度效应显著，社会经济因子与耕地状态因子交互作用

显著。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管控措施，优化新增耕地布局及协调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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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y cultivated land changes and multi-scale detection of their 
driving mechanisms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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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scale-dependent driving mechanisms of newly cultivated 
land （NCL）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were analyzed，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zones were delineat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patially differentiated cultivated land reclamation and precise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land use data from six periods between 2000 and 2024，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geodetector， and self-organizing feature map （SOFM） clustering were use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multi-scale driving mechanisms of NCL and to delineate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zones. ［Results］ ① The total cultivated land area showed a pattern of “decreas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NCL increased steadily after 2010， reaching 3.51×106 hm2 by 2023. Spatially， NCL was hig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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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ed （global Moran’s I： 0.293—0.415）. ② The driving factors exhibited significant scale effects. Reserve 
cultivated land availability was the dominant factor at the county level （q= 0.618）， while settlement accessibility 
and water resource conditions were more influential at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At the 5 km grid scale， 
landscape pattern factors became the core drivers. ③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s were identified between 
socio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cultivated land condition factors. ④ Four distinct functional 
zones were delineated： ecologically constrained and vulnerable zones mainly in the east and northwest， where 
natural constraints strongly limited the potential of NCL； cultivated land priority protection zones in area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stable cultivated land use， where strengthened protection of basic cultivated land was 
required； cultivated l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zones with abundant reserve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suitable for 
reclamation and expansion； and NCL key control zones primarily in urban-rural fringes， where strict land 
development contro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were necessary. ［Conclusion］ NCL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is concentrated in cultivated land-dense areas in the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parts of the study area. 
The driving mechanisms exhibit pronounced scale effect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oeconomic and 
cultivated land condition factors are significant. Therefore，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NCL and coordinate food security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 
Keywords： newly cultivated land； scale effect； driving mechanisms； geodetector； western Jilin Province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源，耕地

是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1］。当前中国正

面临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生态退化”的多重挑

战，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进背景下，

强化耕地资源保护、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已成为国家

土地管理与粮食安全政策的核心任务之一［2］。近年

来，国家不断完善耕地保护制度体系，严格落实耕地

保护红线、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撂荒地整治等举

措，系统提升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功能，进一步

凸显了研究耕地时空格局变化与驱动机制的现实紧

迫性与战略意义［3］。

耕地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

动态演变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

围绕耕地开发强度［4］、利用安全［5］、经营协调度［6］、利

用效率［7］、生产潜力［8］与耕地撂荒［9］等方面开展了多

维研究，初步构建了耕地系统综合评价体系。然而探

究耕地格局及驱动机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时空

格局识别方面，常用分析工具包括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动态度指数、标准差椭圆与空间自相关等［10］。例

如，牛善栋等［11］运用 ESDA 和标准差椭圆模型揭示了

淮海经济区市域尺度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在驱动

机制分析方面，PCA、GWR、Logistic 回归与地理探测

器等是常用模型［12］。如杜彬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

国家保护区耕地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了探

讨［13］。尽管已有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仍存在

三方面不足：一是多数研究关注耕地总体格局的变

化，忽视了新增耕地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机制，导致

对新增耕地的来源和扩展模式理解不足，使得耕地保

护和粮食安全政策难以精准制定；二是缺乏对驱动因

子随尺度变化的系统识别与量化，限制了对耕地变化

的全面认识，制约了政策的适应性与区域差异化管

理；三是在驱动因子选择方面多集中于社会经济和自

然环境因素，忽视了耕地本身与景观结构对新增耕地

的影响，限制了对耕地扩展模式的全面理解。

吉林西部位于东北黑土核心区，是国家重要的

商品粮基地，也是吉林省耕地资源最集中的区域［14］。

吉林省 4.53×105 hm2 盐碱地中，约 90% 集中分布于

该地区，具备显著的新增耕地潜力。因此，吉林西部

一直是研究耕地变化的典型区域，学者围绕耕地开

垦矛盾［15］、“旱改水”驱动机制［16］、耕地类型演化［17］等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在新增耕地、驱动因子

尺度效应、驱动因子选择等方面存在不足，且时效性

较差，难以提供科学支撑。

本研究以吉林西部为典型区，基于 2000—2024年

六期土地利用数据，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

器、SOFM 聚类等方法，识别并分析了新增耕地的时

空特征及其主导因子，通过多尺度分析，揭示了新增

耕地的驱动机制及尺度效应，并进一步划定耕地开

发保护分区，为区域差异化耕地整治与精准管控提

供科学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吉 林 省 西 部（43° 58′— 46° 18′N，121° 38′—

126°11′E）位于松嫩平原西南部，面积约 4.69×104 km²，
涵盖白城、松原两市的 10 个县（市）。该区域属中温

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热条件优越，土壤以黑土、黑

钙土和草甸土为主，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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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范围内的长岭县、扶余市和前郭尔罗斯蒙古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为“前郭县”）等是中国著名的产

粮大县。与此同时，该地区水资源不均，土地盐碱化

和草地退化等生态问题突出，耕地格局脆弱。丰富

的后备资源与生态约束并存，使吉林西部地区成为

研究新增耕地潜力与治理需求的典型区域。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将其他地类转化为耕地的部分界定为新

增耕地。土地利用数据采用武汉大学发布的 30 m 
CLCD 数据，总体精度 79.31%，重分类为耕地、林地、

草地、水域、未利用地、建设用地、湿地 7 个一级地类

（图 1）；人口、GDP 与降水空间分布数据来自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地
形数据来源于 ASTER GDEM V3 30 m 分辨率数字

高程数据（https：∥www.gscloud.cn/#page1/4）；交通

数据引自 OSM（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土
壤数据源于 HWSD 中国子集（https：∥gaez.fao.org/
pages/hwsd），包含 pH 值和质地组成等属性；居民点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名录（https：∥www.stats.gov.
cn/），经地址反查生成空间分布图层。

1.3　研究方法

1.3.1　耕地利用动态度

动态度可以反映土地利用速率的区域差异，能

够表示某一地区某一时期内综合土地利用方式变化

特征［18］。本研究采用该模型对 2000—2024 年耕地利

用动态度进行计算和分析，公式如下：

S = ΔSi + ΔSj

St
× 1

T
× 100% （1）

式中：S 为区域耕地利用动态度；St 为监测期开始时

耕地的总面积（km2）；ΔSi 为研究时段内的新增耕地

面积（km2），即其他土地类型转化为耕地的面积总

和；ΔSj 为研究时段内流失耕地面积（km2），即耕地转

化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总和；T 为时间段（a）。
1.3.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分析常用于刻画地理变量在空间上

的分布模式及其空间关联强度［19］。本研究通过全局

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分析新增耕地在整个研

究区域内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I =
∑
i - 1

n

 ∑
k = 1

n

w ik ( xi - x̄ ) ( xk - x̄ )

S 2∑
i = 1

n

 ∑
k = 1

n

w ik

（2）

为进一步探测局部空间特征，采用局部莫兰指

数（local Moran’s Ii）识别耕地在局部尺度上的空间

集聚性，计算公式如下：

Ii = ( xi - x̄ )
S2 ∑

k = 1

n

w ik( )xk - x̄ （3）

式中：x̄ 为全部单元的平均值；xi 与 xk 分别为第 i 和 k
单元的观测值；n 为单元数；w ik 为每一个单元的空间

权重矩阵；当 i 和 k 单元相邻时，权重为 1，否则权

重为 0。
1.3.3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OPGD）是在原有地理探

测器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离散化算法和参数，对模

型中的参数进行优化，以提高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

准确性和解释力［20］。本研究使用“拐点法”根据方差

拟合优度（GVF）确定最优参数。OPGD 公式如下：

q = 1 - σSSW

σSST
= 1 -

∑
h - 1

L

N h σ 2
h

Nσ 2 （4）

式中：q 为驱动因子的探测值；N 为总体样本数：L 为

变量 x 或 y 的分层；h 为变量 x 或 y 的分层数；N h 为 h

层的样本数；σ 2 为总体因变量 y 的方差；σ 2
h 为 h 层的

方差。

图 1　吉林省西部地区地形及土地利用概况

Fig.1　Overview of Topography and land use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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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SOFM 聚类

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SOFM）是一种无监督的

竞争型神经网络方法，具有自适应、自组织和自学习

等特征，其拓扑结构由输入层和输出层组成，能够依

据学习规则对输入模式进行自动分类［21］。通过对输

入数据的自组织学习，SOFM 可以提取其特征，并在

输出层呈现分类结果。本研究在 R4.4.3 环境中，借

助“kohonen”包完成。

1.3.5　指标构建

耕地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产

物，新增耕地受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影

响。在社会经济方面，已有研究证明人口、经济、城

镇化、农户耕作意愿等因素都会影响新增耕地［22］。

在自然环境方面，高程、坡度、降水、土壤质量等已被

学者证实在新增耕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3］。然

而，除上述驱动因素外，一个地区原有的耕地状况也

可能会对新增耕地产生影响。例如，耕地数量较多

的地区一般土地更符合农业利用，更容易出现新增

耕地。

在新增耕地中，后备耕地资源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后备耕地较多的地区更容易出现新增耕地。此

外，耕地的斑块密度、分割度反映了其是否适合规模

种植或机械化生产［24］。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社

会经济、自然环境、耕地状态 3 个维度构建了新增耕

地的驱动因素指标体系（表 1），探究其对新增耕地的

多尺度影响。

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规模时间变化

2000—2024 年间，吉林西部耕地规模总体呈现

出“ 先 减 后 增 ，波 动 调 整 ”的 阶 段 性 特 征（图 2）。

2000—2010 年耕地面积从 3.53×106 hm2 降至 3.27×
106 hm2，达到 25 年间的最低值。2010 年起耕地面积

开始快速回升，至 2023 年达 3.52×106 hm2，基本接近

2000 年水平。新增耕地在研究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

性特征，2000—2011 年新增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平均

为 2.50×104 hm2。2010—2012 年新增耕地面积迅速

上升，2012 年为 1.12×105 hm2，达到研究期内的峰

值。2013—2024 年新增耕地面积略有下降，但仍维

持在较高水平。

吉林西部耕地变化特征显著且呈现出阶段性

（图 2，图 3）。2000—2005 年耕地呈净流失态势，净流

出 1.67×105 hm2，主要流向草地（2.42×105 hm2）和建

设 用 地（2.20×104 hm2）；主 要 新 增 来 源 为 草 地

（8.18×104 hm2），2005—2010 年耕地净流出 9.53×
104 hm2，草 地（2.03×105 hm2）与 建 设 用 地（3.35×
104 hm2）依旧为主要流向；流入耕地主要源自草地

（1.31×105 hm2）。2010—2015 年耕地面积开始回升，

净增加 9.97×104 hm2。其中，草地（2.07×105 hm2）和

未利用地（2.15×104 hm2）为新增耕地的主要来源。

2015—2020 年耕地面积进一步增加，净增加 1.10×
105 hm2，主要来源为草地（1.72×105 hm2）与未利用地

（3.74×104 hm2）。2020—2024 年耕地面积略有下降，

净流失 2.91×104 hm2，主要流向草地（9.65×104 hm2）

表 1　新增耕地驱动因子指标体系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driving factors of newly cultivated land

维度

社
会
经
济

自
然
环
境

耕
地
状
态

指标因子

人口密度/（人·km-2）

GDP/（万元·km-2）

距道路距离/km
距居民点距离/km
建设用地面积/km2

高程/m
坡度/（°）
降水量/mm
土壤质量

距水体距离/km
现状耕地/km2

后备耕地/km2

斑块密度/（个·km-2）

分割度

编号

S1

S2

S3

S4

S5

N1

N2

N3

N4

N5

C1

C2

C3

C4

指标含义

反映区域人口集聚程度，代表潜在的耕地需求和开发压力

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反映土地利用强度与转型动力

衡量耕地开发与交通可达性之间的关系，距道路越近，开发可能性越大

体现耕地与居民生活区的空间联系，影响劳动力获取与耕作便利性

表征区域城镇化和建设活动的强度

地形起伏的基本指标

直接影响耕作难度与土壤侵蚀风险，坡度较大区域不利于耕地利用

表征水分供给

反映土壤肥力、质地、pH 等基础耕作条件

表征灌溉便利性与水资源可及性

区域内已有耕地的分布与规模

可转化为耕地的潜在土地资源

单位面积内景观斑块数量，表征耕地空间破碎化程度

描述景观破碎化的程度和复杂性，反映耕地景观结构的完整性与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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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域（3.49×104 hm2）。总体来看，研究期内草地

始终是耕地转换的主要来源与流向，耕地变化在不

同 阶 段 呈 现 出“ 先 减 后 增 ，波 动 调 整 ”的 阶 段 性

特征。

2.2　耕地利用动态度

由图 4 可知，2000—2024 年吉林西部耕地利用动

态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从相对稳定到剧烈变

动的转变。基于自然断点法分级结果，研究识别出

耕地动态演化的 2 个关键阶段：2000—2010 年为耕地

流出主导期，2010—2024 年为耕地流入加速期。其

中，2015—2024 年动态度提升最为显著。

在空间分布上，耕地利用活跃区集中在研究区

中部与西北部，表现出“中西部活跃，东部稳定”的格

局。2000—2005 年，耕地变化相对活跃的地区包括

大安市、通榆县、镇赉县等，耕地以流出为主，其他地

区相对稳定。2005—2010 年，耕地变化频繁且略有

扩大，长岭县耕地变化强度提升，耕地利用活动增

强。2010—2015 年整体变化较小，耕地系统趋于短

暂稳定。自 2015 年起，耕地动态度明显升高，大安

市、通榆县等地耕地变化活跃度持续增强，前郭县耕

地变化也趋于频繁。2020—2024 年是耕地利用最为

活跃的阶段，不仅变化强度进一步加剧且区域范围

图  2　吉林省西部地区耕地及新增耕地面积变化

Fig.2　Changes in cultivated land and newly cultivated land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图 3　吉林省西部土地利用转移概况

Fig.3　Overview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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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扩展，包括镇赉县、乾安县、洮北区、长岭县等多

个地区耕地利用频繁调整。与此同时，扶余市与宁

江区在整个研究期间耕地动态度始终保持在较低水

平，区域内部耕地系统相对稳定。

2.3　新增耕地空间分布格局

2000—2024 年，吉林西部新增耕地在空间上呈

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全局 Moran’s I始终为正

（表 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新增耕地并非随机

扩展，而是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向自相关格局，新

增耕地更倾向于在已有耕地区集聚。

局部 Moran’s I 显示（图 5），新增耕地主要集中

于“高-高”与“低-低”两类集聚区。其中，“高-高”集

聚 区 持 续 扩 张 ，由 2000—2005 年 的 1.17×107 hm2

（24.89%）增 长 至 2015—2020 年 的 1.34×107 hm2

（28.62%），成为最主要的空间集聚类型；虽然 2020—
2024 年回落至 1.21×107 hm2（25.84%），但整体仍保

持在较高水平，集中分布于通榆县、镇赉县、大安市

等西部与西南部区域。“低-低”集聚区在研究期内略

有上升，由 2000—2005 年的 5.37×106 hm2（11.45%）

增 加 至 2020—2024 年 的 6.22×106 hm2（14.66%）。

“低-低”集聚区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主要分布在宁江

区、扶余市、洮南市等东部与西北部土地整治潜力有

限的地区。相比之下，“高-低”与“低-高”类型在各时

期占比均不足 5%，对整体格局影响有限。总体来

看，吉林西部新增耕地空间格局呈现出“高值集聚扩

张、低值集聚稳定”的规律，体现了政策引导与土地

禀赋共同作用下的空间极化特征。

2.4　新增耕地驱动机制分析

2.4.1　多尺度新增耕地驱动因素探测

为揭示吉林西部地区新增耕地形成的多尺度驱

动机制，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对县域、乡镇、村及

5 km 格网 4 个尺度下的 14 个因子进行探测。结果表

明（图 6），驱动因子在不同尺度上的解释力存在显著

差异，体现出明显的尺度效应。

在县域尺度，新增耕地的主导因子集中于耕地

状态，后备耕地（C2，q=0.618）解释力最强，其次为斑

块密度（C3，q=0.358）、现状耕地（C1，q=0.333）和分

割度（C4，q=0.327）。社会经济因子中，人口密度

（S1，q=0.303）和建设用地面积（S5，q=0.305）作用突

出；自然环境中，降水量（N3，q=0.261）解释力较强，

表明宏观尺度下新增耕地主要受土地资源禀赋和自

然条件制约。

图 4　吉林省西部 2000—2024年耕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Fig.4　Changes in dynamic degree of cultivated land use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2000—2024）

表 2　吉林省西部新增耕地全局莫兰指数

Table 2　Global Moran’s I of newly cultivated 
land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年  份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2015—2020
2020—2024
2000—2024

Moran’s I
0.293
0.405
0.403
0.415
0.305
0.296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Z 值

z>2.58
z>2.58
z>2.58
z>2.58
z>2.58
z>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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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尺度，后备耕地（C2，q=0.618）解释力居

首，现状耕地（C1，q=0.461）和建设用地面积（S5，q=
0.379）作用增强。相比县域尺度，人口密度和 GDP 等

因子解释力有所下降，而距居民点距离（S4，q=0.151）
和降水量（N3，q=0.173）作用提升，表明乡镇尺度上，

人居分布和自然条件对新增耕地空间差异性的影响

更大。

在村尺度，后备耕地（C2，q=0.582）与现状耕地

（C1，q=0.372）仍为核心驱动因子，但解释力较高尺

度有所减弱；距居民点距离（S4，q=0.195）显著增强，

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子；自然环境因子整体作

用减弱，如降水量（N3）下降至 0.070。表明在微观层

面，新增耕地更多依赖于距居民点的“可达性”，而宏

观自然条件的重要性下降。

在 5 km 格网尺度，斑块密度（C3，q=0.406）、分
割度（C4，q=0.378）、现状耕地（C1，q=0.373）与后备

耕地（C2，q=0.373）影响力相同，景观格局和土地禀

赋成为关键因素。社会经济因子如人口密度（S1，q=
0.151）、GDP（S2，q=0.132）解释力有所回升，但总体

低于耕地状态；自然因子的影响普遍较弱。

2.4.2　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耕地演变作为典型的多因子耦合过程，其驱动机

制不仅体现在单因子的独立效应，更蕴含于不同因子

间的交互作用中（图 7）。4 个尺度下所有因子对均表

现为双变量增强或非线性增强，q 值普遍高于各自单

因子水平。表明新增耕地的形成受多重因素协同驱

动，不同尺度下的主导交互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在县域尺度，后备耕地与现状耕地的交互解释

力 最 强（q（C2∩C1）=0.630），但 较 单 因 子（C2，q=
0.618）提升幅度较小，交互作用有限。相比之下，部

图 5　吉林省西部不同时段新增耕地 LISA聚类图

Fig.5　LISA cluster maps of newly cultivated land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注：驱动因子的具体含义见表 1。下同。

图 6　吉林省西部多尺度新增耕地因子探测器结果
Fig.6　Multi-scale factor detector results of newly cultivated land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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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会经济因子单独作用较弱（S1，q=0.303，S5，q=
0.305），但与 C2 交互后解释力显著增强（q（C2∩S1）=
0.621，q（C2∩S5）=0.629），均接近最高水平。县域尺

度下，人类活动与耕地资源条件耦合时，其作用被显

著放大。

在乡镇尺度，资源与区位条件的复合作用更为

显著。其中后备耕地与建设用地面积的交互解释力

最强（q（C2∩S5）=0.707），较单因子（C2，q=0.618、S5，

q=0.379）均显著提升，表明建设用地与后备耕地的

耦合作用是乡镇层面新增耕地扩展的核心。后备耕

地与人口密度、现状耕地的交互作用也保持在较高

水平（q（C2∩S1）=0.631，q（C2∩C1）=0.627）。此外，

降水量在与距居民点距离交互（q（N3∩S4）=0.531）后
的解释力远高于单因子（S4，q=0.151；N3，q=0.173），
表明在乡镇尺度，水资源与人居可达性在塑造新增

耕地格局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村尺度，后备耕地与人口密度交互作用最强

（q（C2∩S1）=0.716），远高于单因子（C2，q=0.582；S1，

q=0.073）。此外，距居民点距离与距水体距离在交

互（q（S4∩N5）=0.368）后解释力也较单因子（S4，q=
0.195；N5，q=0.013）有显著提升，说明耕作便利、灌

溉条件优越的地块更容易转换为耕地，农户意愿对

新增耕地的作用显著。

在格网尺度，景观格局因子等耕地状态指标的

作用最为突出。斑块密度与分割度的交互作用（q
（C3∩C4）=0.472）显著高于单因子（C3，q=0.406；C4，

q=0.378）。现状耕地与斑块密度、分割度交互后，同

样较单因子有明显提升。说明在微观尺度上，耕地

的状态与景观格局结构是影响新增耕地的最主要

因素。

2.5　耕地开发保护分区

基于 SOFM 聚类方法，将研究区西部地区的耕

地开发保护区划分为生态约束脆弱区（16.71%）、耕

地重点保护区（22.81%）、耕地潜力开发区（41.92%）

与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8.12%）（图 8）。
在空间分布上，生态约束脆弱区主要位于研究

区东部和西北部等地势较高、坡度较大且远离水体

的地区。该区域受自然环境制约较强，新增耕地潜

力较低。耕地重点保护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周边及平

原腹地，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和东部，交通和水资源

条件较好，耕地利用格局稳定。耕地潜力开发区是

面积最大的分区，占总面积的 41.92%。该区域耕地

资源丰富，地势平缓，虽然土地存在一定程度的破碎

化，但其开发潜力较大。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主要

图 7　多尺度驱动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Fig.7　Multi-scale driving factor interaction detec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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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城乡交界地带，耕地与建设用地交织，土地利

用冲突较为突出。

3　讨 论

3.1　耕地变化的政策响应

吉林西部耕地规模呈现“先减后增，波动调整”

的变化趋势，这一结论在付博等［25］对吉林省耕地的

逐年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谈明洪等［26］和吴致蕾等［27］

的研究也为该结果提供了依据  。这种阶段性波动体

现了耕地格局对政策导向的高度敏感性。 2000—
2010 年间，耕地减少主要受到退耕还林与城镇扩张

的推动，反映出国家生态恢复和城市化进程对耕地

格局的影响。退耕还林政策在这一阶段对耕地流失

起到了直接作用，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区域，推动了耕

地向林地、草地转化。草地和未利用地发挥了重要

过渡作用，这一过程表现出政策与土地利用之间的

密切关联。2010年后新增耕地显著增加，耕地利用强

度有所提升。这一变化显示出政策激励与土地整治

工程的作用，特别是耕地保护政策和土地复垦措施的

实施，能够有效激活后备资源潜力，促进耕地扩展并

改善耕地质量。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已有耕地密集

区的周边，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反映出政策在优化

土地利用结构和推动耕地恢复方面的潜在影响。此

外，黑土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可能对耕地质量的提升起

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黑土地的恢复和保护，耕地质

量得到提升，土地的破碎化程度有所减轻，提高了耕

地的利用效率和生产能力。这些变化虽难以直接归

因于某一政策，但可以看作是政策措施在提升耕地利

用效率和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方面的一种潜在效果。

3.2　新增耕地空间格局演变

新增耕地全局莫兰指数与“高-高”集聚区占比呈

上升态势，表明新增耕地并非零散分布，而是依托既

有耕作网络与灌溉体系呈现明显集聚效应。这种格

局揭示出新增耕地扩展遵循“边缘优先”的逻辑，即

在既有耕地周边逐步向外拓展，以降低基础设施投

入和经营风险，从而形成规模化、连续性的利用格

局［28］。此外，“高-低”和“低-高”类型的低占比，进一

步说明新增耕地在局部尺度上呈现较强的空间同质

性，较少出现零星分布的情况。同时，东部与北部长

期维持“低-低”集聚，表明在资源条件有限、整治潜力

不足或政策投入相对薄弱的地区，新增耕地难以形

成规模性扩展。动态度的差异进一步说明，新增耕

地的活跃区高度重合于后备资源丰富和政策支持强

的西部县区，而相对稳定的区域则集中在耕地开发

潜力较差、农业结构较为固化的东部。这些特征共

同揭示了吉林西部新增耕地格局的深层机理：其演

变不仅是政策与工程投入的直接响应，也是区域资

源禀赋、利用条件与生产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

3.3　新增耕地驱动机制多尺度对比

吉林西部新增耕地的驱动机制在不同尺度上表

现出显著差异，由资源禀赋主导逐渐向区位条件、景

观格局主导过渡。县域尺度上，后备耕地和现状耕

地是最核心的基础条件，降水等自然因子在此层面

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说明新增耕地受制于潜在耕

地和自然环境的总体适宜性，社会经济因子在宏观

尺度上的独立作用相对有限［29］。在乡镇和村尺度，

驱动力逐渐转向人居分布与可达性，距居民点距离

和水资源条件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新增耕地更多集

中于村落附近和灌溉便利区，反映出农户在劳动力获

取和经营便利上的现实需求。格网尺度的结果进一

步揭示了景观格局因子在微观尺度的重要作用，新增

耕地往往优先发生在能够形成较为完整、利于并地和

机械化作业的区域，景观结构直接影响地块整合与机

械化作业条件，成为决定能否转化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在各尺度

上普遍表现为增强，进一步说明新增耕地并非单一

因素主导，而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0］。县域尺

度上，社会经济因子的单独作用有限，但其影响在与

资源条件叠加后被大大增强，例如人口密度、建设用

地面积等指标与后备耕地的交互作用显著提高了其

解释力，表明新增耕地并非单纯依赖人类活动，而是

建立在资源禀赋与开发需求相匹配的基础之上。乡

镇与村层面，距居民点距离与距水体距离、降水量等

因子的交互作用显著，村落分布与水资源条件的协

同提高了新增耕地的稳定性。格网尺度上，景观格

局因子的协同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农田整合与农业机

械化在微观决策中的重要地位。

图 8　吉林省西部地区耕地开发保护分区

Fig.8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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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耕地开发保护建议

吉林西部地区不同区域新增耕地在社会经济、

自然环境约束和景观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为开

展差异化的耕地开发与保护提供了依据（表 3）。
在新增耕地保护中，应优先考虑土壤质量较高，

生产潜力较大的土地。新增耕地质量的高低不仅取

决于转化来源（如草地、未利用地等），还与高程、坡

度、破碎化程度等地形因素密切相关。低坡度、平坦

和低破碎化土地适宜耕作，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力

和减少生态风险。

生态约束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东部与西北部，地

势较高、坡度较大，且距水体较远。大规模新增耕地

可能带来水土流失与生态风险，难以有效补充，反而

削弱耕地保护成效。因此，建议严格控制新增耕地

规模，重点加强水土保持与生态恢复，保护现有耕地

的生态功能。耕地重点保护区多位于城镇周边和平

原腹地，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耕地格局稳定。因此，

该分区主要任务应为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与地力

提升，并结合边际地的零星补充，确保耕地质量与数

量的平衡。耕地潜力开发区面临土地破碎化加剧、

利用效率低下和景观退化等挑战，若不加治理，耕地

规模化经营和粮食安全将受限。然而，通过系统的

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田块连片、灌溉及

基础设施完善，则可在提升耕地集中度和利用效率

的同时，实现“质”与“量”的协同提升，转化当前的不

足为新的发展潜力。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主要分布

在城乡交接地带，道路与居民点密集，耕地与建设用

地交织，新增耕地虽集中但面积有限，若盲目扩展将

加剧占补矛盾。因此，应严格落实占补平衡与质量

验收，并通过盘活低效建设用地缓解耕地保护压力。

3.5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于新增耕地而非耕地总量，在综合

考虑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

耕地状态纳入考虑，从“社会-自然-耕地”三个维度构

建了新增耕地驱动因素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

比分析了新增耕地驱动机制的尺度效应。但受制于

数据获取难度，新增数据通过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得

到，在识别新增耕地过程中，可能存在由于土地类型

重分类误差或数据更新滞后带来的潜在局限性；此

外，本研究未将政策因素等纳入到指标体系，且使用

的数据多为空间数据或空间化后的社会经济数据，

在数据来源方面较为单一。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将

政策文本、农户调查与社会经济微观数据纳入研究，

弥补人口因素的缺口。

4　结 论

（1） 吉林西部耕地变化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

性特征。自 2010 年以来耕地面积持续增加，主要表

现为耕地与草地的相互转化。新增耕地呈现显著的

集聚特征，集中分布于研究区西部与西南部现有耕

地密集区。

（2） 新增耕地驱动机制尺度差异显著。县域尺

度中，后备耕地（C2，q=0.618）等资源禀赋因子的解

释力最强；乡镇与村尺度更多依赖区位与水资源条

件，特别是在乡镇尺度，降水量（N3，q=0.173）和距

居民点距离（S4，q=0.151）对新增耕地具有重要影

响。在 5 km 格网尺度，景观格局结构的作用最为显

著，斑块密度（C3，q=0.406）和分割度（C4，q=0.378）
是最关键的驱动因子。

（3） 社会经济因子与资源禀赋条件因子交互作

用显著。县域尺度，人口密度与后备耕地（q（C2∩S1）

=0.621）交互后解释力显著提升。乡镇和村尺度，降

水量与距居民点距离（q（N3∩S4）=0.531）交互作用更

为显著。格网尺度，班块密度与分割度（q（C3∩C4）=
0.472）的交互作用最为突出。

（4） 吉林西部耕地开发与保护分区特征差异显

著。生态约束脆弱区需严格控制新增耕地并开展低质

耕地整治。耕地重点保护区应强化基本农田保护与地

表 3　吉林西部耕地开发保护分区特征

Table 3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zones in western Jilin Province

分  区

生态约束脆弱区

耕地重点保护区

耕地潜力开发区

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

指标特征

高 程 、坡 度 偏 高 ，距 水 体 远 ，人 口 、
GDP、现状耕地均偏低

人口、GDP 偏高，交通便利，降水适中，
地势平缓，耕地格局完整

耕地比例高，人口、GDP 偏低，耕地格
局破碎化显著，地势平缓

耕地比例高；建设用地、居民点密度较
高；景观格局复杂

空间格局与定位

分布在边缘和生态敏感区，自然约束
强，新增耕地潜力有限

多位于城镇周边，是耕地保护与适度
补充的核心地带

耕地集中但零散分布，具备通过整治
和连片开发拓展新增耕地的潜力

城郊建设用地交错区，占补矛盾突出，
是新增耕地主力区与保护压力区

管控方向

严控新增规模，实施低质耕地整治与
复垦，提升利用能力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与地力提升，
结合边际地零星补充

推进土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改
善破碎化格局，扩量提质并重

严格落实占补平衡与质量管控，盘活
低效建设用地，缓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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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耕地潜力开发区应推进土地整治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优化耕地格局。新增耕地重点管控区应严格

执行占补平衡与质量管控，盘活低效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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